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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南非建交始末
∗

姜　璐　舒　展∗∗

内容提要 南非是非洲大陆上很晚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特
别在其推翻种族隔离制度、建立新南非政府之后仍拖延多年才最终

实现对华建交,这一局面出乎中南两国众多人士的意料.通过对中

南交往的历史考察,以及对相关当事人的已刊及未刊回忆录与口述

访谈,可以发现,南非复杂的国内形势特别是前白人政权实行的种族

隔离体制,中国与南非民族解放组织曲折的交往历程,以及台湾问

题,是造成两国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恢复接触起历时十几年才得以建交

的主要原因.此外,曼德拉总统的个人因素对中南建交也发挥了关

键性的影响.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中国 中非关系 南非 非国大

曼德拉

２０１８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非共和国正式建交２０周年.２０年来,中国

与南非关系发展保持良好势头.２０１７年,中南双边贸易额达３９１．７亿美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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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璐: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邮编:２００４３３);舒展:中国前驻非

洲国家外交官、大使,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邮编:３２１００４)
本文为２０１６年 度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项 目 “中 非 关 系 历 史 文 献 和 口 述 史 料 整 理 与 研 究”

(１６ZDA１４２)阶段性成果.笔者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许晟、张萌:«我国对南非投资已超过２５０亿元»,«经济参考报»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４日,第３版.



中国连续九年成为南非最大贸易伙伴,南非亦连续八年成为中国在非洲最大

贸易伙伴和投资所在国.① 同时,中南政治关系在短短十年内实现从“伙伴关

系”(２０００年)到“战略伙伴关系”(２００４年),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２０１０
年)②的跨越式升级.双边关系尽管进展迅猛,但南非很晚才与中国建交.③ 究

其原因,一方面,南非前白人政权对内实行种族隔离,对外发展与中国台湾的

政治关系,在较长时期内阻断了中南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直到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初,随着南非国内形势的变化,这一局面方现转机.另一方面,中国

曾长期支持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反抗种族隔离的斗争,但受中苏两个共产

党之间分歧的影响,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及南非共产党(南非共)
之间的交往颇为曲折.双方虽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即修复关系,但仍给日后的

“复交”留下些许阴影.此外,在民主南非诞生后的头几年,由于官方外交尚不

能正式开展,民间交往又难以统筹协调,这不仅造成中方各界对南非形势的研

判存在争议,也使中方对曼德拉总统的“外交”工作一时难觅合适的突破口.

在上述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南外交关系的发展不仅起步较晚,且建交历

程颇为波折,甚至出乎中方(乃至南非方面)诸多人士的意料.１９９４年,与台湾

关系紧密的南非白人政权下台,在非国大执政后,新南非仍拖延近四年才最终

与中国签署建交公报.这其中经过不仅跌宕起伏,也展示了中国当代对非外

交的曲折历程,不乏对今日中非交往仍可反思借鉴之处.基于此,本文旨在还

原与展现建交前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至１９９８年)中国与南非在不同层面,特
别是与民族解放组织(非国大与南非共)及白人政权(国民党政府)的交往历

程,并通过对此段历史的梳理,对中南建交的曲折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
与以往对中南建交问题的研究不同,④本文有两方面突出特点:首先,在关

注点和相应观点方面,本文不仅着眼于新南非成立后及至实现建交这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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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淳:«中企为南非经济复苏增添动力»,«经济日报»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第１０版.
在非洲５４个国家中,目前仅有８国与中国结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大部分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截止目前,比较晚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包括南非

(１９９８年)、马拉维(２００７年)和独立后的南苏丹(２０１１年).
有关中南建交问题的专门研究文献不多.中国方面比较系统梳理这一过程的文章包括杨立华:«中

国与南非建交的战略选择(上)»,«西亚非洲»２００７年第９期,第１１—１６页;曾强:«南非将与中国建交的原因

初析»,«西亚非洲»１９９７年第３期,第７—９页.南非方面的研究包括 SAIIA (SouthAfrican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Affairs),ed．,SouthAfricaandthe Two Chinas Dilemma,Johannesburg:SAIIA and
FoundationforGlobalDialogue,１９９５;ChrisAlden,“SolvingSouthAfricasChinesepuzzle:Democratic
ForeignPolicyMakingandthe‘TwoChinasQuestion’,”SouthAf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
Vol．５,No．２,１９９７,pp．８０Ｇ９５;ChristopherWilliamsandClaireHurst,“AssessingSouthAfricasChina
Choice,”unpublishedpaper,２０１７．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且对中共与非国大、南非共的关系,特别是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

的早期交往历程,以及中国与南非白人政权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尝试建立联系

的经过,给予较详实的阐释,并认为两者对此后的建交过程均产生不可忽视的

影响;其次,在材料使用上,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大量采用了相关当事

人的回忆与口述材料,以期丰富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有

关档案材料尚未公开的不足.本文既使用已出版的中国大陆、南非、台湾当

局、苏联方面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①还于２０１７年下半年,以“半结构化访谈”
(semiＧstructuredinterview)方式②集中采访了１２位亲历双方接触及建交过程

的中国与南非外交官与学者等.③

本文正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沿着理解中南建交至关重要的三条核心主

线展开,即中国与非国大(及南非共),与南非前白人政权,及与曼德拉的交往

互动.

一、与非国大的关系:一波三折(１９５０s—１９８０s)

１９４９年,以沃尔特西苏鲁、④纳尔逊曼德拉⑤为首的南非非洲人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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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陆苗耕:«中国与南非曲折建

交»,«湘潮»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３９—４２页;李力清:«回忆斯洛沃访华»,«当代世界»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３９—４１
页;温宪:«闯荡南非»,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Nelson Mandelaand MandlaLanga,DareNot
Linger:ThePresidentialYears,New York:Farrar,StrausandGiroux,２０１７;Nelson Mandela,Long
WalktoFreedom:TheAutobiographyofNelsonMandela,NewYork:LittleBrownandCompany,１９９４;
PieterWolvaardt,Tom Wheeler,and WernerScholtz,eds．,FromVerwoerdtoMandela:SouthAfrican
DiplomatsRemember,Vol．２,２０１０;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３６９—４３２页;VladimirShubin,ANC:Viewfrom Moscow,Johannesburg:Jacana Media,
２％％{{nd}}％％edition,２０１１.

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就中南建交所涉及的核心议题准备了一些基本问题,同时针对受访者的背景与

经历预备了更具针对性的一些问题,并应受访者的要求(主要出于寻找和回忆相关材料的需要)事先提交.
但这些问题仅作为访谈蓝本,整个采访过程采用开放式交谈的方式,采访人在把握基本方向的同时,尽量给

予受访者最大的回忆与自述空间.
分别为(按采访时间顺序):南非学者加思勒佩尔(GarthlePere)、中国学者杨立华、中国前外交

官李力清、中国前外交官罗毅、中国前外交官郑耀文、南非前外交官阿齐兹帕哈德(AzizPahad)、南非总统

府前部长伊索普帕哈德(EssopPahad)、中国«人民日报»前驻南部非洲站记者温宪、中国前外交官梁银柱、
南非学者埃迪马洛卡(EddyMaloka)、中国外交官杜小丛.有关受访者的背景及采访时间、地点等信息,
详见后文相关脚注.

沃尔特西苏鲁(WalterSisulu,１９１２—２００３),南非政治家,历任非国大总书记(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及副

领袖(vicepresident,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因反抗种族隔离制度曾被白人当局关押在罗本岛２５年(１９６４—１９８９).
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１９１８—２０１３),南非首位黑人总统(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历任非国大副

领袖(vicepresident,１９５２—１９５８/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及领袖(president,１９９１—１９９７),曾被白人当局关押在罗本

岛等地长达２７年(１９６４—１９９１).



大会(简称“非国大”)①青年联盟推动非国大在年底召开的第３８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通过«行动纲领»,②首次公开提出“民族自决”“免于白人统治”等口号,不
再拘泥于“合法”斗争,转用更积极主动的抵制方式(如罢工、不合作、不服从

等)反抗白人种族主义统治.③ 在此后十余年中,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简称

“南非共”)、④南非印度人大会⑤等众多反对种族主义的政党、社会组织一道积

极投身于反种族隔离斗争,南非国内的矛盾冲突日趋激烈.

１．从早期友好到两度“断交”.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非国大特别是曼德拉等

年轻领导和骨干与中国有着较密切的友好关系.１９５３年,非国大总书记西苏

鲁一行访华,⑥通报南非国内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形势,并受曼德拉所托,请中国

支持非国大计划开展的武装斗争.⑦ 中方谨慎回应,建议非国大务必在时机成

熟后再行动.⑧ 曼德拉曾回忆,“沃尔特带来了鼓励,却没有带回武器”.⑨ 西苏

鲁此行受到中国共青团中央的接待,历时五周. 这是南非民族解放组织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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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NationalCongress,ANC),成立于１９１２年,是南非乃至非洲最早建立的非

洲民族解放组织.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曾是南非国内组织领导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主力之

一.１９６２年被取缔后流亡国外,１９９０年白人政权取消党禁后重新合法开展活动.非国大最终于１９９４年大

选中获胜,与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执政至今.
ProgrammeOfAction:StatementofPolicyAdoptedattheANCNationalConference,１７December

１９４９, http://www．anc．org．za/content/３８thＧnationalＧconferenceＧprogrammeＧactionＧstatementＧpolicyＧ
adopted,accessed１５Nov．２０１７．

杨立华等:«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正在发生划时代变革的国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版,第６６—６７页;沐涛:«南非对外关系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８—４９页.

最初名为南非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SouthAfrica/CPSA),成立于１９２１年,与苏联共产党及

共产国际关系密切,早年领导南非国内工人阶级运动.１９５０年被白人政权宣布为非法组织后,改名为南非

共产党(SouthAfricanCommunistParty/SACP),并与非国大结成紧密同盟,共同反对白人种族隔离政权.
南非印度人大会(SouthAfricanIndianCongress/SAIC),成立于１９１９年,旨在维护南非受压迫的

印度裔族群的权益.１９５０年代白人国民党政权强化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南非印度人大会亦成为反对白人种

族隔离统治的主力之一.
同行的还有非国大青年联盟书记兼南非共中央委员杜马诺克威(DumaNokwe)及德兰士瓦印度

人青年大会书记博拉(Boola).参见ZhongWeiyunandXuSujiang,“ChinasSupportforandSolidaritywith
SouthAfricasLiberationStruggle,”inSADET(SouthAfricanDemocracyEducationTrust),ed．,TheRoad
toDemocracyinSouthAfrica,Vol．３,Pretoria:UnisaPress,２００８,p．１２２０.

当时,非国大领导层中以曼德拉、西苏鲁为首的青年联盟打算开展武装斗争,但党内仍存分歧.同

期,南非共也为武装斗争寻求国际支持.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之矛”最终于１９６１年底秘密建立.参见

StephenEllis,ExternalMission:TheANCinExile,１９６０—１９９０,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pp．１,
７;SouthAfricanHistoryOnline,“LaunchofuMkhontoweSizwe(MK),”http://www．sahistory．org．za/
article/launchＧumkhontoＧwesizweＧmk,Nov．１５,２０１７.

StephenEllis,ExternalMission:TheANCinExile,１９６０—１９９０,pp．６Ｇ７．
NelsonMandela,LongWalktoFreedom:TheAutobiographyofNelsonMandela,pp．１３８Ｇ１３９．
杨立华:«中国与南非建交的战略选择»(上),第１３页;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访李力清地点:北京.李

力清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开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非洲局南非处工作,９０年代中期开始担任南

非处处长,后担任非洲局局长.



中国的首次直接接触,并就此建立了民间联系.① 南非共总书记兼非国大领导

人②之一的科塔尼(MosesKotane)也曾于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之后访华.③

然而,随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中国与苏联之间出现分歧,非国大与中共的

关系逐步发生微妙的变化.非国大与南非共并肩反抗种族隔离,使其领导层

逐渐改变以前的“非洲主义”倾向,更加信任南非共(即使其领袖为白人或印度

裔).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流亡国外后,南非共得到苏联的支持,缺少外援的非国大

遂与南非共结成紧密同盟以维系自身的生存与斗争.在中苏分歧上,尽管非

国大试图保持中立,但鉴于南非共日渐明确地站在苏联一边,④非国大只能随

之调整立场.⑤ 不过,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头几年,中苏分歧虽已影响到非国大

及南非共与中共的关系,但尚未造成严重冲击.１９６０年南非共总书记达都

(YusufDadoo)一行四人访华,会见了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中共高层,双方

正式建立党际关系.⑥ 会间,南非共亦向中方提出支持其武装斗争的请求,⑦且

极有可能得到中共的积极回应,因为此后不久(１９６２年),非国大即派六人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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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与非国大及其他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接触的主要是中华总工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非政府、非政党性质的民间机构.直到１９８０年代中共才与非国大正式建立党际关

系(参后文).
在非国大与南非共结成紧密同盟之后,两党领导层之间开始交叉兼职(部分公开,部分保密).参见

StephenEllis,ExternalMission:TheANCinExile,１９６０—１９９０,p．５;EddyMaloka,TheSouthAfrican
CommunistParty:ExileandAfterApartheid．Johannesburg:JacanaMedia,２０１３.

SouthAfricanHistoryOnline,“SouthAfricanCommunistPartytimeline１８７０—１９９６,”http://
www．sahistory．org．za/article/southＧafricanＧcommunistＧpartyＧtimelineＧ１８７０—１９９６,Nov．１５,２０１７;杨 立

华:«中国与南非建交的战略选择»(上),第１３页.
据前苏共高官弗拉基米尔舒宾(VladimirShubin)回忆,中苏分歧初现期,南非共并没有急于“站

队”,认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同志”不该介入中苏分歧,并寄望于中苏化解矛盾;直到１９６４年随着中苏

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才最终选择支持苏联、批评中共的立场.参见 VladimirShubin,ANC:Viewfrom
Moscow,pp．５２Ｇ５３.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９日,访埃迪马洛卡,地点:上海.埃迪马洛卡是南非学者及政府顾问,同时为南

非共与非国大党员,曾著«南非共产党»一书,并因此大量接触两党早期的档案材料,对两党及其对外关系的

情况较为了解;伊索普帕哈德(南非政治家、学者,南非共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非国大执委会成员)在受访

时也认为,南非共受到中苏分歧的影响更为直接且时间较早,而非国大与中共的关系直到１９６０年代末才逐

渐恶化,时间: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１日,地点:约翰内斯堡.
访李力清.
此时,中苏分歧的影响逐渐显现在中共与南非共及非国大的交往之中.例如,达都曾评价其中国之

行“不同寻常,甚至有点奇怪”.期间,代表团成员被安排连续三天“学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与批判苏联的修

正主义”.参见StephenEllis,ExternalMission:TheANCinExile,１９６０—１９９０,pp．１２Ｇ１３;EssopPahad
Papers(unsorted),“Dr．YM Dadoo,APeoplesLeader:APoliticalBiography,”p．２１７,citedinEddy
Maloka,TheSouthAfricanCommunistParty:ExileandAfterApartheid,pp．８６Ｇ８７.之后,在同月于莫

斯科召开的会议上,达都一行再次与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会面,因南非共支持苏联的立场,中方开始转

向支持泛非大,并指非国大为“莫斯科的走狗”.访伊索普  帕哈德;亦参见“BiographyofDr．Yusuf
MohamedDadoo,”http://www．sahistory．org．za/people/drＧyusufＧmohamedＧdadoo.



国接受军事训练,据说毛泽东还曾亲自接见.① 仅１９６３年一年间,中国就接待

了五批非国大的干部来华参观考察,一时掀起双方交往的小高潮.②

随着中方“九评”的发表,③中苏论战达到高潮.同时期,由于苏共施压,非
国大逐渐转变态度:其领导人从１９６３年下半年起开始公开批评中国,随后两

年分别于埃及、加纳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发表不利于中国的讲话.中国因此单

方面中止了与非国大的联系(第一次“断交”),④不再公开声援后者,转而支持

从非国大分裂出来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大).⑤ 此后十年间,中国

虽仍通过驻非洲国家使馆及新华社等机构与流亡在外的非国大保持联系,但
双方关系并不密切.⑥

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非国大曾一度缓和与中国的关系.１９７５年,非国

大领袖坦博⑦到访中国.１９７８年,李先念副总理访问赞比亚时也会见了流亡

当地的非国大政治书记.双方关系初见回暖,然而不久又发生两件事致使两

党关系再度“还寒”.１９７８年４月,非国大在于卢萨卡召开的“支持南部非洲前

线国家解放运动国际会议”上直接批评中国破坏国际团结;１９７９年２月,中国

和越南之间爆发边境战争,非国大又与苏联发表联合公报指责中国.⑧ 双方因

此又再次中断联系(第二次“断交”).

２．关系的修复与遗产.不过,上述僵局较快得以化解.随着邓小平主导

的“改革开放”“摒除以阶级斗争为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观念引发中国

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反思其党际交往的经验教训,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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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StephenEllis,ExternalMission:TheANCinExile,１９６０—１９９０,p．２７;Mandla Mathebula,
２０１７,TheBackroomBoy:AndrewMlangenisStory,Johannesburg:WitsUniversityPress,pp．１Ｇ３３;杨立

华:«中国与南非建交的战略选择»(上),第１３页.
访李力清.
１９６３年９月６日至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４日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九篇评论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篇文章.
ZhongWeiyunandXuSujiang,“ChinasSupportforandSolidaritywithSouthAfricasLiberation

Struggle,”p．１２２３．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PanＧAfricanistCongress,PAC),因不满非国大的“多种族联合”方针、坚

持“泛非主义”立场,于１９５９年脱离非国大自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泛非大”被南非当局列为非法后流亡国

外,并与非国大同为被联合国及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南非民族解放组织.中国是非洲以外最早与“泛非大”
建立正式联系的国家,在６０—７０年代通过对外友协、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等组织与其联络并提供支持.参

见 Zhong Weiyunand XuSujiang,“ChinasSupportforandSolidarity withSouth AfricasLiberation
Struggle,”p．１２２３,１２４０.

杨立华:«中国与南非建交的战略选择(上)»,第１３页.
奥利弗坦博(OliverTambo,１９１７—１９９３),南非政治家,１９５５—１９５８年任非国大总书记,１９６７—

１９９１非国大流亡时期任非国大党领袖(ANCPresident).曾于１９６３年、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８３年三次访华.
访李力清.



“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提出同各国共产党

及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发展关系.① １９８２年,中共尝试与流亡国外的非国大(及
南非共)重建联系,邀请流亡英国的南非共中央委员维拉皮莱②秘密访华,他
建议中方先与非国大接触,作为与南非共“和好”的第一步.鉴于非国大与南

非共之间的紧密关系,中方也将其视为南非两党愿与中共修复关系的积极信

号.③ １９８３年３月,南非共的党内通讯(InnerＧPartyBulletin)也有记载:“我们

原则上同意,(中南)两党必须共同努力创造有利于恢复双方关系的氛围
双方必须停止任何针对对方的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攻击.”④

中方通过多种渠道恢复与非国大进而同南非共的关系.１９８３年初,中国

政府总理访问赞比亚时会见非国大领袖坦博.四个月后,坦博应邀访华,⑤标

志着中共与非国大正式恢复高层往来,双方还正式建立了党际关系.⑥ １９８６
年４月,非国大总书记阿尔弗雷德恩佐⑦访华,期间,中国各界上千人在北京

集会,声援非国大的反种族隔离斗争.⑧ １９８７年１月,中共中央致电祝贺非国

大成立７５周年⑨———这是中共首次电贺非国大.随着各自政策的调整,双方

关系不仅迅速恢复且不断升温.
中方继而着手改善与南非共的关系.１９８６年,恩佐访华后不久,南非共全

国主席乔斯洛沃于９月前来中国. 南非共将此访视为一次成功的“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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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事实上也包括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访李力清.
维拉皮莱(VellaPillay,１９２３—２００４),曾任南非共中央委员,当时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
访李力清.
EddyMaloka,TheSouthAfricanCommunistParty:ExileandAfterApartheid,p．８７．
新华社:«吴学谦会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人民日报»１９８３年６月２日,第４版;新华社:

«赵紫阳会见南非非洲人民国民大会代表团时说,坚决支持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人民日报»１９８３年６月４
日,第１版.

访李力清.
阿尔弗雷德恩佐(AlfredBaphethuxoloNzo,１９２５—２０００),非国大前总书记(１９６９—１９９１)、民主

南非首任外交部长(１９９４—１９９９).新华社:«习仲勋宴请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重申中国坚决支持南

非人民正义斗争»,«人民日报»１９８６年４月１日,第１版;新华社:«胡耀邦会见恩佐时重申中国支持南非人

民反对种族歧视»,«人民日报»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２日,第１版.
新华社:«北京集会声援南非人民正义斗争,习仲勋等各界人士千余人及非洲国家驻华外交使节参

加,朱学范、恩佐等讲话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的种族主义罪行»,«人民日报»１９８６年４月４日,第１版.
新华社:«中共中央致电,祝贺南非非洲国民大会成立７５年»,«人民日报»１９８７年１月８日,第１版.
乔斯洛沃(JoeSlovo,１９２６—１９９５),立陶宛犹太裔,南非共前领导人、民主南非首任住房建设部长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历任南非共总书记(１９８４—１９９１)、全国主席(１９９１—１９９５)、非国大全国执委、工委(相当于

中央政治局)委员,民族之矛总参谋长.
新华社:«习仲勋同南非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说,中国坚决支持南非人民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人

民日报»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０日,第４版.



之旅”,双方就“埋葬过去”、重建关系达成共识.① 中方很看重此次会晤,且鉴

于理念相近,两党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中共与非国大的关系.②

与此同时,中南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逐渐展开民间交流.１９８６年８月,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黑人主教图图(DesmondTutu)访华,在上海、北京布道

演讲,宣传南非国内反种族隔离斗争,一时引发民众热潮.③ １９８８年７月,为庆

祝尚在狱中的曼德拉７０寿辰,北京各界６０多名学者召开“曼德拉思想与实践”
研讨会,非国大国际部书记马卡蒂尼(JohnstoneMfanafuthiMakhathini)到会

发言.④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韩文藻率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代

表团应邀访问南非,这也是中国民间代表团首次访问南非.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所学者随后也数次往访.⑥ 这些民间活动积极推动中国与南非国内

外坚持反种族隔离斗争民族解放组织的联系,也有助于改善与非国大的关系.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恢复联系,到９０年代非国大重新成为南非国内影响最

大的合法政党,中国一直与其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然而,由于此前“以苏划

线”的政策失误而给双方关系造成的影响却未完全消弭.至少在非国大中下

层,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还有人因中国在其流亡期间支持泛非大而不是非

国大心存芥蒂.⑦

然而,纵然双方都表示不计前嫌,２０多年的隔阂乃至两度“断交”毕竟给双

方关系带来疏离感.中国与非国大的关系显然不及中国与其他长期保持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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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UnsortedSACP Archives,“Our VisittoChina,”citedin Eddy Maloka,TheSouth African
CommunistParty:ExileandAfterApartheid,p．８８．

访李力清.需要指出的是,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并非毫无分歧,南非共当年曾对中共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存在一定疑义,认为这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更为认可古巴等国坚持的社会主义模式,访罗毅,时
间: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地点:北京.罗毅曾于１９８６年全程接待来华访问的图图大主教,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

在中联部非洲局南部非洲处工作,中南建交后派驻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研究室.
访罗毅.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４日,访杨立华,地点:北京.杨立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南非问题专家,曾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多次赴南非进行学术交流,并邀请南非学者来华访问．李红:«北京举行曼德拉思想与实

践讨论会»,«人民日报»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８日,第６版.
１９８６年８月,图图主教访华后,曾邀请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迅、副会长韩文藻及罗毅三人赴南

非参加其定于９月举行的荣升南部非洲英国教大主教典礼,后因白人当局的原因,三人行至香港后折返,未
能成行,访罗毅.１９８９年,韩文藻成行或与白人当局尝试与中方建立联系有关.

访杨立华.
访杨立华.在高层也存在这种情绪,温宪(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北京)在采访中讲到,民主南非首任

国防部长(非国大籍)莫迪塞反对与台湾“断交”的理由就是中国在反种族隔离斗争期间支持泛非大(郑耀文

大使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亦提及此点),并认为既然中方强调应由南非非国大与泛非大自行协商解决分歧,因
此,台湾海峡两岸的分歧也应由中方自行解决———温宪:原人民日报记者,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驻非报道,
１９９５年随人民日报南部记者站迁往南非,亲历曼德拉总统宣布建交决定现场.



的非洲国家及其政党组织的关系那般紧密.这种“疏离感”虽会随着相互深入

交往而逐渐消除,但至少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双方刚和好之际,夙嫌

一时难弃,致使非国大在下决心与中国建交之时面临一定的“民意”压力.非

国大重返南非政坛后与 台湾方面的互动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心态.

非国大刚恢复合法时,台湾驻南机构顾忌白人政权的反应,没有大规模对

非国大开展公关,仅有一般性联络.此后,台湾看到南非白人政权与中国大陆

公开接触,始与非国大搞“外交”.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台湾驻南非“大使”陆以正首

次拜会曼德拉,会晤恩佐、塔博姆贝基①等非国大领导.② １９９３年,曼德拉访

台后,台湾方面对非国大的“外交”攻势进入高潮.据时任非国大国际部主任

的塔博姆贝基透露,仅当年就有１８个非国大团组访台.非国大执政后,

１９９４年内,台湾邀请了近２４０名议员赴台观光,其中不少是非国大成员.③ 陆

以正则说,此乃南非共“造谣”,他称仅７９人到过台湾,且半数是在选举前,并
否认曾给到访者“发零用金”.④

无论具体数字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自非国大重返政坛后,特别是在１９９４
年南非大选前后,非国大中高层人士即成为台湾的重点公关对象.相对于南

非共党员的坚定抵制,⑤不少非国大成员(包括中高层)都接受了台方邀请.⑥

台湾当局不惜血本和大力游说不无成效.阿齐兹帕哈德曾提到,“在我们解

禁之后,台湾人确实给了非国大很多钱,所有党派他们都给.１９９４年后,他们

还把很多非国大籍议员请到台湾.所以,在议会里,有一些我们的人———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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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塔博姆贝基(ThaboMvuyelwaMbeki,１９４２—),生于今东开普省,新南非第二任总统(１９９９—
２００８),历任非国大副领袖(１９９４—１９９７)、领袖(１９９７—２００７).

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３８４页.陆以正长期受蒋介石、蒋经国、严家淦

和李登辉的器重,驻南非期间与当地各界特别是白人官商关系密切.１９９１年后,他积极发展与非国大、因卡

塔自由党等党派的关系,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间,他与曼德拉的私人关系很好.
这一数字应为南非时任驻华“研究中心”主任邵磊思向中方透露的,参见陆苗耕:«中国与南非曲折

建交»,«湘潮»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４１页.陆苗耕是中国前外交官,曾任中国驻南非开普敦总领事,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年任中国驻南非研究中心副主任.

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４１６页.
陆以正在回忆录中提及,时任南非共总书记哈尼(ChrisHani)１９９２年４月访华回国后,下令严禁南

非共中央委员接受台湾的邀请,参见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３９１页.据李力清回

忆,南非共全国主席斯洛沃(１９９３年８月)和总书记恩齐曼迪(BladeNzimande,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访华时,两人

都讲到曾多次被台驻南“外交官”邀请访台,恩齐曼迪提到台湾“外交官”甚至直接到他办公室游说.但两人

都没有去台湾.
这也与非国大庞大而松散的组织架构有关.据李力清回忆,时任国际部主任塔博姆贝基曾提及,

对１９９３年访台的非国大１８个代表团,８０％国际部都不知情,均由台湾直接邀请并办理机票.



只占少数———鼓吹‘两个中国’等各种毫无根基的言论.”①事实上,直到１９９５
年上半年,据西苏鲁向中方透露,在发展与两岸关系问题上,非国大最高决策

机构全国执行委员会内部仍有两种声音而无法下定决心;②及至当年底,执委

会才就放弃台湾、与大陆建交基本达成共识.③ 造成这样的情形———从对台湾

态度较为宽容到最终被其“金元外交”所影响,除台湾方面的努力④及非国大方

面的一些客观因素外,⑤多少也与当时非国大与中方关系的根基不够牢靠

有关.

二、与南非当局的关系:迂回反复(１９８９—１９９４)

理解中南建交历程的另一条线索是中国与南非白人政权之间的交往.虽

然这段关系短暂且低调,但在一定意义上为中国与新南非的建交做了有益铺

垫.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８９年,由于南非当局实行种族隔离并与中国台湾“建交”,
中国与南非一直互不承认、互不来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中方就决

定不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发展外交关系.随着后者厉行苛政,特别在１９６０年

“沙佩维尔惨案”后,中方断绝了与南非政府的一切经贸联系.南非则于１９６２
年与台湾互设“领事馆”.１９７１年中国重返联合国,１９７４年,第２９届联大又因

“种族隔离罪行”决定中止南非出席联大的资格,中国遂先后断绝与南非的直

接通邮、书刊及电报业务往来.屡遭国际孤立的南非与台湾“惺惺相惜”,１９７６
年升格“大使级外交关系”,给中南交往又平添一大障碍.

１．各自目标并不相同.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南非白人政权内外交困,被
迫调整国内政策.彼得博塔总理⑥１９７８年上台后,先后废除或修改多部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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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１日,访阿齐兹帕哈德,地点:约翰内斯堡.阿齐兹帕哈德是南非政治家,历任非

国大国际部副主任(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及新南非外交部副部长(１９９４—１９９９),曾长期任非国大执委会委员.
非国大高层内部较为支持与中国建交的有塔博  姆贝基、阿齐兹  帕哈德、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等人;但在多种原因的作用下,非国大内部也存在一股亲台势力.
参见本文第三部分.
相较而言,在９０年代初,在南非一些人士看来,中国大陆在南非的外交活动不及台湾当局积极,如

邵磊思认为,中国在发展中南两国关系上显得不太着急,有“坐等局势发展”的倾向,并建议中方在南非加紧

公关工作,可参见中国外交部非洲司未刊文稿.类似观点也可参见 ChrisAlden,“SolvingSouthAfricas
ChinesePuzzle:DemocraticForeignPolicyMakingandthe‘TwoChinasQuestion’,”p．８８．

诸如非国大确实亟需竞选经费、庞杂松散故而较难约束的政党架构等.
彼得博塔(PieterWillemBotha,１９１６—２００６),阿非利卡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末任总理(１９７８—

１９８４)、首任国家总统(１９８４—１９８９).



族主义法律法规,①并与狱中的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对话,且放出释放曼德拉的

风声.一些南部非洲前线国家②领导人见南非国内种族主义政策有所松动,遂
建议中国对南非白人政权施压,以加速其政治解决进程.这就促使中方开始

考虑与南非当局适度接触,否则,中方想施加影响都无从谈起.③ 当时,苦于国

际制裁的南非政府也急于摆脱困境,特别是弗雷德里克德克勒克④总统上台

后提出“重返国际社会”的“新外交”战略,白人政权开始与非洲、西方及亚洲国

家恢复联系.⑤

在此背景下,１９８９年４月,南非政府辗转通过中国驻博茨瓦纳使馆向北京

传递口信,称认识到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代表中国,南非考虑逐渐疏远与

台湾的官方关系并最终实现对华建交,双方可先从经贸、科技、学术等方面建

立并发展关系.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南非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中方

传话,希望恢复直接贸易,但中国政府以南非尚未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为由予以

拒绝.⑥

南非政府从１９９０年初起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包括解除党禁、释放曼德拉、
开启国内谈判及废除种族隔离的进程等,为中南交往去除了些许阻碍.同时,
非国大也与中方联系,希望中国能够进入南非,以便非国大回国后保持与中方

联络.⑦ 出于能够对南非施加影响以推动其变革进程,以及在未来南非废除种

族隔离后能够取代台湾、与南非建交的战略考虑,中方决定谨慎地与白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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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包括«劳工法»«公共设施使用法»«禁止通婚和不同种族间性关系法»«通行证法等»,以及１９８６年公

布«恢复南非国籍法».
前线国家(frontlinestates)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期,由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坦桑

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组成的部分非洲国家间的松散联盟,其主要目的在于废除在南非及罗得西亚的种

族隔离制度及少数白人统治.前线国家联盟于１９９４年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后解散.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６日,访梁银柱,地点:北京.梁银柱是中国前外交官,曾任中国驻尼日利亚和驻纳

米比亚大使.１９９１年曾陪同外交部非洲司司长郑耀文秘密访问南非,１９９４年随谢邦定(时任中非人民友好

协会副会长)率领的民间代表团赴南非参加曼德拉就职典礼,１９９７年在北京接待南非副外长帕哈德阿齐

兹帕哈德来华进行建交谈判.
弗雷德里克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deKlerk,１９３６—),阿非利卡人,南非末任白人总统

(１９８９—１９９４),任内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并与民族解放组织谈判,后曾任民主南非民族团结政府第二副总统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与曼德拉总统分享１９９３年诺贝尔和平奖.
沐涛:«南非对外关系研究»,第１３７—１４０页.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访郑耀文,地点:北京.郑耀文是中国前外交官,曾任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

(１９８５—１９８８)、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１９８８—１９９１),曾于１９９１年５月秘密访问南非;另参见钱其琛:«外交

十记»,第２５９—６０页.
访伊索普帕哈德;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访杜小丛,地点:北京.杜小丛是中国外交官,曾于１９９１—

１９９５年任中国驻南非研究中心三秘、二秘,１９９６—９７经历中南建交谈判、曼德拉卸任前访华等事件,２０１４—
１５年任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２０１５年至今任中国驻佛得角共和国大使.



展开接触.①

１９９１年是双方接触的关键之年.５月,为对应南非外交部总司长范希尔

登此前的访华,②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郑耀文秘密回访南非,这也是新中国

外交官首次踏上南非的土地.郑司长会见了南非外长皮克博塔③及总司长

范希尔登,并就互设以民间名义但享有一定外交豁免权的代表机构事宜与南

非方面达成原则性协议.同年１０月,南非外长博塔访华并会见中国外长钱其

琛,他坦承不可能马上解决台湾问题.钱外长随后指示,中方处理对南关系要

“积极但不着急”.④ 中国与南非隔绝４０多年,却经短短两年多即初步建立联

系,并很快互设“研究中心”,新华社也在南非建站,实属不易.⑤ 时任南非驻香

港总领事博塔回忆道,南中双方建立联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而才会有如

此“旋风般的速度”.⑥

不过,“开场”的顺畅局面并未持续多久.事实上,中南此前的接洽已然

“触怒”了与南非白人政权有“外交关系”的台湾当局.⑦ 正如中国和南非两位

外长预料的那样,双方进一步来往因台湾问题的阻碍而日趋艰难.

２．双方关系退而停滞.博塔外长１９９１年访华后仅一个月,德克勒克总统

旋即访问台北并表态在其任内不会改变对台关系.１９９２年,中南联系明显倒

退.是年３月,南非外长博塔赴台湾,据在场的邵磊思⑧回忆,博塔答台湾记者

问时直接否认了与大陆建交的可能性,甚至声称“再不涉足那个共产主义国

家”.⑨ 没过多久,南非副外长斯库曼(RenierSchoeman)又在１０月会见过境的

中国副外长杨福昌时提出,南非主张双方关系要“顺其自然,不能超速,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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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访郑耀文;访梁银柱.
范希尔登(NeilPeterVanHeerden,１９３９—),阿非利卡人,南非种族隔离末期外交部总司长(１９８７—

１９９２).范希尔登一行五人曾于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秘密访华,商讨中南双方开始交往事宜.
皮克博塔(RoelofFrederik ‘Pik’Botha,１９３２—),阿非利卡人,南非种族隔离末期外交部长

(１９７７—１９９４)、新南非首任矿产与能源部长(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中国外交部非洲司未刊文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于１９９２年２月在南非比勒陀利亚设立“南非研究中心”,谢志衡任主任;３月,

南非驻华机构“南非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挂牌,邵磊思(LesLabuschagne)为主任.
“‘Red’China:SuppingwithLongChopsticks,”inPieterWolvaardt,Tom Wheeler,andWerner

Scholtz,eds．,FromVerwoerdtoMandela:SouthAfricanDiplomatsRemember,Vol．２,pp．１７７Ｇ１７８．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２６４页.
邵磊思(LesLabuschagne),南非白人政权外交部前司长、大使衔总领事、南非驻华中国研究中心首

任主任(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Red’China:SuppingwithLongChopsticks,”inP．Wolvaardt,T．Wheeler,andW．Scholtz,

eds．,FromVerwoerdtoMandela:SouthAfricanDiplomatsRemember,Vol．２,p．１７９．



‘持枪逼婚’(ashortＧgunmarriage)”.① １１月,南非外交部总司长伊文斯②约见

中国“南非研究中心”主任谢志衡,指责中方向非国大提供资助并商讨未来建

交事宜,要求“研究中心”以促进经贸文化交流为主而少介入政治事务.③ 这些

不友好的举动自然引起中方的不悦与驳斥,中方认为南非态度的转变很可能

与其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进而带来外交局面的改善密不可分.④

事实上,从白人政权急于接触中国之初即可看出其重在拓展经贸联系而

无意发展政治关系的倾向.对当时的南非当局而言,台湾当局仍是一枚不能

舍弃的棋子.这不仅与两者曾为“难兄难弟”有关,更与台湾当局当时的经济

体量及两者的经济利益纽带紧密相连.据时任南非驻台湾“大使”科茨(Johan
Kotze)回忆,１９９２年,台湾是全球第１４大经济体(超过大陆)和南非第五大贸

易伙伴,南非每年向台湾人颁发近三万个签证,每周有两趟直航班机往返台南

之间.⑤ 而白人政权与中国大陆建立联系则仅出于拓展其国际活动空间与促进

经济发展的考虑,且随着国际社会放松对南非的制裁,这种需求也不再突出.
对中国而言,发展与南非的经贸来往固然也有重要意义,但更迫切的诉求

在于政治与外交,特别是解决在非洲的台湾问题.１９９２年的几个回合让中方

进一步了解到南非白人政权“重经轻政”之意,认识到在德克勒克任下双边关

系不会有实质性突破.⑥

此后,直到南非民主大选、白人政权下台的一年多时间里,双边关系“裹足

不前”.１９９３年,南非副外长斯库曼访华,仍只强调增进经贸往来,刻意回避政

治议题.同年,南非总统顾问维尔容(GerritViljoen)来华,也表达类似观点,
即德克勒克愿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收获经济实惠,但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与台

湾的关系.⑦ 至此,中方看透了白人政权不弃台湾的立场,对南非的外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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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访杜小丛.
伊文斯(LeoHenryEvans,１９４３—２０１７),南非英裔白人,绰号“Rusty”.外交部前总司长(１９９２—

１９９７).
访杜小丛.
陆苗耕:«中国与南非曲折建交»,第４０页.
“Taiwan:BetweentheROCandA HardPlace,”inPieterWolvaardt,Tom WheelerandWerner

Scholtz,eds．,FromVerwoerdtoMandela:SouthAfricanDiplomatsRemember,Vol．２,２０１０,p．１６３．另据

中方掌握的数据,自１９７６年台湾与南非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直到８０年代末,移居南非投资办厂的台商一

万余人,兴建３００多家公司企业等,还在南非购买了大量地产.双方贸易额年均１５亿—１９亿美元且南非有

五亿美元顺差,台在南投资约１５亿—１６亿美元,雇用员工四万余人,其中黑人达８５．８％.参见钱其琛:«外
交十记»,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２６８页.
同上.



重心也更加聚焦非国大.①

这五年的双边交往虽未能实现外交突破,但毕竟在探索两国关系正常化

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特别是双方互设民间代表处,客观上也为中国与南非

国内其他力量,尤其是非国大、南非共等方面的交往提供了便利,从而给１９９４
年新南非诞生后的中南建交铺垫了一定的基础.

三、关键人物曼德拉:艰难抉择(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随着非国大重返政坛及其在与白人当局谈判中取得进展,中方渐将工作

重点调整为争取与大选后的新南非尽快建交.鉴于中国始终支持南非人民反

种族隔离的斗争并积极修复与非国大的关系,且对比台湾当局长期与南非白

人政权关系密切,在中方多数人甚至南非一些人士看来,非国大上台后即与中

国建交乃是“理所当然”之事.② 但事实上,自１９９４年４月以非国大三方联盟

为主体的南非民族团结政府③执政之后,新南非延迟了将近四年才最终于１９９８
年１月与中国建交.台湾问题在中国与非国大主导的新南非之间仍成为最大

绊脚石的确出人意料,但更加未被中方料及的是,除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内

阁成员的刻意阻挠之外,非国大党内也迟迟未能在建交问题上达成共识④———
特别是作为新南非对外政策核心决策者的非国大领袖、国家总统曼德拉,其对

两岸抉择上的犹豫不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南两国建交延迟的主要原因.⑤

１．曼德拉态度的转变.前文曾提及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曼德拉就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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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访杜小丛.
访杜小丛;“Taiwan:BetweentheROCandaHardPlace,”p．１６４;ChrisAlden,“SolvingSouth

AfricasChinesePuzzle:DemocraticForeignPolicyMakingandthe‘TwoChinasQuestion’,”p．８３.
三方联盟由非国大、南非共、南非工会大会组成,在１９９４年大选中获得国民议会６３％的席位,尚不

能单独组阁;遂与国民党、因卡塔自由党等其他党派共同组建南非民族团结政府(SouthAfricanGovernment
ofNationalUnity,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９９７年２月).联合政府由曼德拉出任总统,塔博姆贝基任第一副总统,
德克勒克任第二副总统.台湾驻南机构与国民党及因卡塔自由党关系好,因而这两党派的阁员大多是联合

政府内反对与台“断交”的主要力量.
参见本文第一部分.
虽内阁、政府相关核心部门(如外交部、贸工部、国防部)、议会(特别是议会外事委员会)及至言路初

开之下的公民社会(值得一提的是,除不同利益集团外,南非学界亦曾在１９９４—９６年间对两岸选择问题展开

激烈争论,参见SAIIA,ed．,SouthAfricaandtheTwoChinasDilemma,１９９５)均对外交参与意见,但就当

时新南非外交决策机制而言,上述各方的作用相对有限.最关键的决策者是曼德拉总统,“他的命令和在每

件重大外交决策中的统领力几乎完全压倒外交部、内阁和议会的意见”.AnthonivanNieuwkerk,“South
AfricasPostＧApartheidForeignPolicyDecisionＧMakingonAfricanCrises,”Ph．D．thesis,２００６,pp．９２Ｇ９９;
ChrisAlden,“SolvingSouth AfricasChinesePuzzle:DemocraticForeignPolicy Makingandthe‘Two
ChinasQuestion’,”p．９２．



求中国支持非国大开展武装斗争.他早年读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且获益良多,①在罗本岛监狱里还让夫人温妮送来«毛泽东选集»供其阅读研

习.② 曼德拉获释后在与中方人士的交流中,多次表示钦佩与敬仰毛泽东、周
恩来、刘少奇等中国老一辈革命家.③ 他也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中国怀有深

厚感情,并一再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非国大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④

１９９０年初曼德拉获释,中方曾通过各种渠道多次邀其访华,他本人亦表示

接受但均未成行.１９９１年初,曼德拉访问赞比亚期间,中国驻赞大使周明基前

去拜会,双方谈及建交问题时,曼德拉表示,若非国大赢得大选并单独执政,即
同中国建交.同年７月,非国大在德班召开第４８次全国代表大会,曼德拉当选

党领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朱善卿应邀到会致贺,期间两次拜会曼

德拉,曼德拉再度表示一定来华访问,并重申非国大不会与台湾发展关系.

１９９２年４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以中国政府的名义盛邀曼德拉访华,⑤

曼德拉欣然应邀于１０月初来华访问一周.中方按国家元首的礼遇接待曼德

拉(彼时尚未当选总统),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政府总理

李鹏分别会见并宴请.⑥ 曼德拉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双方国

内的发展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也提到建交及台湾问题.曼德拉坦承他已收到

台湾当局的邀请,但仍做出民主南非一成立就与中国建交的表态,并称将设法

取消台湾驻南非的官方机构.⑦ 为支持非国大国内竞选,中方提供了价值１０００
万美元的现汇及物资援助.⑧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曼德拉在对华关系特别是对未来与中国建交的立场上态

度积极,并不存在任何明显的障碍.然而,仅仅一年多后,曼德拉的态度即发

生较大转变.１９９４年２月,南非大选前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访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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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陆苗耕:«曼德拉的中国情»,«党史博览»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第３７页.
李新烽:«论曼德拉精神及其产生原因»,«西亚非洲»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７６—７７页.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２８４页.
同上,第２６６页.
曼德拉此前虽多次接受中方邀请,但始终未能成行,后据悉他更希望中国以政府名义邀请.参见钱

其琛:«外交十记»,第２６５页.
尹树广:«南非非国大主席曼德拉抵京,杨尚昆主席主持仪式热烈欢迎»,«人民日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５

日,第１版;尹树广:«李鹏会见曼德拉,就双方关系、地区形势等举行会谈»,«人民日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６日,
第１版;卢劲:«江泽民会见曼德拉,中国一贯支持南非人民正义斗争»,«人民日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７日,第１
版.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２６６页.
同上.



非,向曼德拉转交了江泽民主席的信,①同时向塔博姆贝基提交中方准备的

建交联合公报和谅解备忘录,希望能与南非方面一起为大选后两国建交事宜

提前做些准备.但此次曼德拉虽重申与中国建交的意向,同时却又提出需考

虑台湾与南非白人政权的现实关系,姆贝基也婉拒启动建交谈判.这令中方

感到新南非诞生后两国恐难顺利建交.② ４月２７—２９日,南非举行历史上首次

不分种族的大选,非国大获胜,曼德拉当选民主南非首任总统.然而此时,他
对南中两国关系的态度却从先前承诺马上建交“倒退”到在两岸之间举棋

不定.

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５日,曼德拉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非国大执政后不会马上与

中国建交,也不会因与中国建交而与台湾“断交”,这是曼德拉总统第一次公开

提出“双重承认”的说法.５月,南非新任外长恩佐也表示,台北与比勒陀利亚

之间的关系特殊,并应进一步改善.③ 这与曼德拉本人及非国大此前的表态大

相径庭.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曼德拉总统在不同场合多次主张“双重承

认”,愿与中国建交但同时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④直到１９９６年年中———
距离其最终宣布与中国建交决定仅两三个月的时间———曼德拉仍在坚持其

“双重承认”的立场.⑤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发了曼德拉总统对发展与两岸关系

态度的转变呢?

２．转折点:台湾之行.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曼德拉访华后,台湾立即许诺向非

国大提供２５００万美元援助.⑥ １９９３年７、８月间,曼德拉赴台接受援助.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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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是江泽民主席与曼德拉总统就中南建交问题的第一轮书信往来,江主席在２月去信中提议中南

关系正常化可开始列上议事日程,但曼德拉总统在此后的回信中对建交问题仍旧表态模糊.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２６９—２７０页.不过在此期间,中方仍旧积极对非国大开展工作,包括在竞

选前后(１９９４年３月—１２月)为曼德拉秘密派出私人保健医生,曼德拉对此深表感谢———访杜小丛.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２７１页;外交部非洲司未刊文稿.
温宪:«闯荡南非»,第４１—４３页.
１９９６年７月２日,曼德拉总统向记者表示,做不出与台湾“断交”这种不道德的事;８月２６日,又在

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愿与中国和台湾“两个国家”都发展关系.参见陆苗耕:«中国与南非曲折建交»,第
４１—４２页.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２６７页.对于台湾资助非国大的具体金额,时任台湾驻南非“大使”陆以正

及南非驻台湾“大使”也有不同的法,前者说仅有１０００万美元,且为李登辉１９９５年访南后提供,参见陆以正:
«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４０９页;后者提到早在曼德拉１９９３年访台之际已先后获得１５００
万美元资助,并认为这对于曼德拉在访台之后的态度转变起到决定性作用,参见“Taiwan:BetweentheROC
andA HardPlace,”p．１６５.



人认为,当时南非大选在即,非国大急需竞选资金的情况下,①台湾的大笔捐赠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曼德拉的对台态度,以及他对海峡两岸取舍的

权衡.②

时任南非驻台“大使”维尔容(JohanViljoen)的一段回忆提及曼德拉在抵

离台北前后态度的微妙转变:他刚下飞机时,随行的非国大新闻与宣传部主任

帕洛乔丹③发表了一番对中国友好的讲话.为缓和氛围,曼德拉继而表示,
中国始终支持非国大的解放斗争,非国大不会背叛老朋友;但非国大同时也在

寻找新的朋友,并希望台湾成为这样一个朋友.当访问结束再次在机场召开

新闻发布会时,曼德拉索性没让乔丹讲话,自己回答提问,并给外界留下南非

不会与台湾断交的印象.④ 陆以正亦提及,曼德拉刚到台湾时,“给国人的初步

印象简直糟透了”,但及至他离台之前,“语气已缓和得多,不再提遵循联合国

与不结盟集团前例,而改说要以南非国家利益为主要考虑了”.⑤

值得指出的是,曼德拉不想破坏此前刚与中国恢复的友好关系,对其访台

的负面影响并非毫无顾忌,而是通过一系列安排,力图减少中方的疑虑与反

感.访台前,他派非国大国际部主任塔博姆贝基专程到北京解释,称非国大

不会改变对华政策,仍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背叛老朋友.⑥ 访台后,曼
德拉亲自向中国“南非研究中心”主任谢志衡通报情况,称他对台的一些友好

表态类似于非国大同前政敌白人政权开始谈判时的说法.曼德拉还委托１９９３
年８月初来华休假的南非共总书记斯洛沃转交其在台的几次讲话稿,并转达

口信,重申“新南非将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的唯一代表.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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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９９０年结束流亡归国的非国大财力有限,加上曾对其资助的苏联已解体,故而更急需外部资助.
曼德拉出狱后几年间遍访多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非国大竞选争取资金外援.陆以正回忆到,曼德

拉曾亲口向他提及当时一些国家的资助力度,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各送非国大１０００万美元,参
见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４０９页.除此之外,一些中东和非洲国家如沙特阿拉

伯、利比亚、尼日利亚等据称也曾在９０年代初向非国大提供数千万美元不等的经费支持,但这些情况及数据

多见于媒体披露,其确切性不得而知.
陆苗耕:«中国与南非曲折建交»,第４１页;“Taiwan:BetweentheROCandAHardPlace,”p．１６５．
帕洛乔丹(PalloZweledingaJordan,１９４２—),生于南非自由州,曾任南非共中央委员、非国大全

国执委、议员(１９９４—２０１４)及议会外事委员会主任(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历任邮电与广播部长(１９９４—９６)、环境与

旅游部长(１９９６—９９)、艺术文化与科技部长(２００４—０９).陆以正称其对台“深怀敌意”,参见陆以正:«微臣

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３９９页.这一细节也再次印证南非共与中共恢复关系后,始终坚定秉持

与中国建交的立场.
“Taiwan:BetweentheROCandA HardPlace,”p．１６５．
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３９９—４００页.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２６７页.



言之,对我们来说,从来就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代表的中

国”.①

尽管曼德拉煞费苦心地表态,但其台湾之行还是成为新南非与中国建交

过程中一道绕不开的坎.在某种程度上,赴台接受援款成为曼德拉转变立场

的导火索.他就此背上“道德包袱”———不弃朋友的“为人理念”②———认为倘

若刚接受台湾提供的资助,马上与其“断交”,无异于背信弃义,因此,他多次

讲,南非不能抛弃台湾“老朋友”.不过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如果曼德拉提出

“双重 承 认”仅 是 权 宜 之 计———即 作 为 对 台 湾 献 金 的 回 报,不 便 马 上 “断

交”———他可以低调处理,拖到合适时机再做抉择.但事实证明,曼德拉在前

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拒绝改变“双重承认”的立场.

３．不肯放弃“双重承认”.曼德拉总统拒绝改变“双重承认”的立场至少有

三方面原因.首先,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叶,一些南非人持有“南非特殊论”心
态.在建交问题上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鉴于非国大成功通过谈判而非武力

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使得曼德拉总统等一些人对此颇为自豪、自信与自重.

他们认为,谈判能解决任何政治问题.１９９４年５月,曼德拉总统刚做出“双重

承认”的表态后不久就说过,他相信“中国领导人和台湾(方面)能够解决好这

个问题(两岸关系)”,南非也会“尽力相助”.③ 后经台湾方面的鼓动,④曼德拉

曾于１９９６年给北京高层致信,再度委婉表达了“调停”之意.⑤ 在当时的曼德

拉总统看来,两岸问题有可能在短期内通过谈判解决———且南非方面愿意并

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角色———而如果两岸问题得以解决,“中国实现了

统一,我们处理起来(建交问题)会更容易些”(曼德拉语).⑥ 因而,回头看来,

曼德拉的“双重承认”并非意在分裂中国,很大程度上只是在两岸实现统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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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斯洛沃表示,曼德拉本人要求公开发表这一声明,中方遂于«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一声明,参见新

华社:«曼德拉主席公开声明,新南非将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的唯一代表»,«人民日报»
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８日,第４版;但这在南非国内引起很大反应,非国大发言人公开否认曼德拉曾委托斯洛沃带

信,访李力清.
南非前副外长帕哈德在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１日接受作者访谈时提醒说,要理解曼德拉“不弃朋友”的为

人理念,他曾在接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电话对其发出“最后通牒”之时,仍表示不能放

弃卡扎菲这个曾经帮助过南非的“老朋友”.
中国外交部非洲司未刊文稿.
参后文对曼德拉总统坚持“双重承认”立场的第三点原因分析.
该信件由时任南非外交部长恩佐于１９９６年３月访华期间转交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江主席于同

年５月回信委婉回绝曼德拉的这一提议,向其表明中国人民有能力自主实现祖国的统一.这是江主席与曼

德拉总统就建交问题的第二轮通信.
中国外交部非洲司未刊文稿.



前的一种权宜之计.
此外,“南非特殊论”还表现在,南非有人以为可以做出与他人不同的选

择,并能得到中方的认可.对此,阿齐兹帕哈德评论道,“１９９４年之后,南非

国内形成一种‘南非特殊论’的迷思,以为我们发明了一切,甚至连风都是我们

发明的!”,“我们中一些从事对外事务的资历较老人士,也帮着强化曼德拉及

其总统办公室的这种理解,即认为南非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采取‘两个中

国’政策”.① 因此,曼德拉总统可能以为凭借自身威望,可以开创连美英日等

国都做不到的“双重承认”先例.②

然而,由于对中国国情及两岸关系缺乏了解,曼德拉总统及一些南非人没

有意识到上述这些期待在当时都是不切实际的:两岸问题不是通过谈判一蹴

即至就能解决的事情,在内政问题上中方也绝不会接受他国的“斡旋”,至于想

造成“双重承认”的特例就更加不可能.
李登辉１９８８年上台即逐步推行“台独”政策,故意区分岛内的中国人和台

湾人.１９９４年,恰恰也是两岸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是年,李登辉对日本作家司

马辽太郎说要建立“台湾人的国家”、对“千岛湖事件”的处理,进而«台海两岸

关系说明书»的出台等一系列事件,台北文件不再使用“一个中国”的说法,使
双方关系一度十分紧张.因此,在当时的情形下,中国绝不可能接受曼德拉总

统提出的所谓“双重承认”.中南建交的缓急还属外交的范畴,但“双重承认”
则迎合了台湾当局分裂中国的企图,触及“中国统一”这一对中方而言毫无商

讨余地的国家核心利益.这对当时业已紧张的台海局势来说无异于火上

浇油.
需要看到,曼德拉总统和大多数非国大成员(乃至南非民众)对远在万里

之外的中国了解非常有限,对两岸关系及中方在台海问题上的底线与原则(特
别是其不可妥协性)更是知之甚少.③ 曼德拉身陷囹圄２７年,不仅信息更为受

限,而且没有亲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非国大与中共“复交”的过程;非国大党内只

有阿齐兹帕哈德、塔博姆贝基等与中方接触较多的少数领导才对此有准

确的认识.如阿齐兹帕哈德所言,“他们(台湾)资助了各派人士到台湾参

观,他们(访台人士)此前都没去过北京.当时,南非国内没有(关于)中国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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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访阿齐兹帕哈德.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２７０页;陆以正更将曼德拉的这种希望称之为“天真”,参见陆以正:«微臣无

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４２５页.
访阿齐兹帕哈德.



确信息”.①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邵磊思曾评价道,南非人对中国了解不多,凡
访华过的人对中国印象都很好,但总的来说,南非人对中国的无知达到令人难

以置信的程度.② 事实上,很多曾对“双重承认”抱有幻想的南非人直到访华并

与中方深入交流之后,才认识到这对于中方而言绝无商量余地.③

造成曼德拉总统坚持“双重承认”立场的第二个原因是南非当时存在一些

主张保留对台关系的势力.这些势力按照其动机的不同(但彼此间会有重叠)
大致可分为三类,他们从党派、议会、政府、内阁乃至公民社会等各个层面共同

构成了一种支持“双重承认”的舆论基础.
第一类是“经济利益派”.他们认为,南非从台湾获得的经济好处远比从

大陆获得的要大,这不仅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台湾、大陆的经济实力对比来看

确实如此,④且被一些不看好中国发展前景的人士以为未来仍会如此.⑤ 如前

所述,由于台湾方面的积极安排,新南非政府及议会等各界不少人都曾到访台

湾,亲眼目睹当地时势.相反,他们对大陆知之甚微,很多观念还停留在前白

人政权时期的反共宣传.⑥ 加之新南非诞生后,台湾当局随即宣布将投资三亿

美元支持南非耗资巨大的“重建与发展计划”,这对亟需发展业绩的新政府而

言无疑吸引力极大.１９９５年５月,阿齐兹帕哈德副外长召集政府各部会商

时,各部门意见不一:军方竭力主张同大陆发展关系,贸工部则代表“经济利益

派”的意见,主张维持现状,认为与台“断交”会令南非损失很多经济利益.⑦ 此

后,曼德拉总统在宣布与台“断交”之时也在予江泽民主席的书信中表示,鉴于

台湾对南非经济的广泛参与,对台“断交”将使南非付出重大代价.⑧

第二类是南非白人政权遗留下来的官员.种族隔离时期台湾曾与白人政

权关系十分密切,１９９４年新南非成立后,议会、政府及内阁中留任的前白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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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访阿齐兹帕哈德.
中国外交部非洲司未刊文稿.
杨立华(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４日)讲到,１９９５年一位白人教授彼得瓦尔(PeterVale)来华访问,力主“双

重承认”并曾向非国大提此建议,后通过与中方就此问题深入交流之后,才意识到此事并不可行,他在回国

之后也不再谈“双重承认”.
参见本文第二部分.
JohnDaniel,“OneChinaorTwo?SouthAfricasForeignPolicyDilemma,”pp．３８Ｇ４１．
访阿齐兹帕哈德.
中国外交部非洲司未刊文稿.
这是江泽民主席与曼德拉总统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间就双边建交事宜的第三轮书信往来.在回信中,

江主席赞赏曼德拉最终做出正确决定,理解南非与台湾有着紧密的经贸联系,并表明中方对中南建交后南

非与台湾保持民间经贸往来不持异议,但也相信中南此后的经贸合作会展现广阔前景.



权、国民党籍旧人中,出于经济利益、①意识形态及以往交情等因素,仍然同情

和支持台湾.陆以正在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他与外交部总司长伊文斯、前外

长博塔、前总统德克勒克多名白人高官私交甚笃,因此,常能得到一些内部讯

息乃至帮助.② 其中如上文提到过的外交部前总司长伊文斯,极力反对与台

“断交”,是外交部内阻碍中南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因素,且很可能对曼德拉本人

的判断有一定影响.③ 德克勒克也曾向李登辉许诺,不在１９９６年３月台湾“大
选”之前改变对台关系现状.

第三类是受台湾“金元外交”影响的各类人士.陆以正回忆到,“南非那时

局势依然混沌.黑人家邦(黑人家园)尽管不象样子,却仍然掌握有土地、政权

与军队.白人、杂色人(有色人)、印度人,乃至黑人政党多如牛毛.在民主投

票以前,谁都不能得罪.代表劳方的工会、代表资方的工商团体、五花八门的

教会、白人与黑人的大学、各类体育协会,乃至巧立名目的非政府组织,各自都

有一定的群众与支持者.我东奔西走,到处拜码头,与他们恳谈结交,请客、送
礼、邀访或请提名赴台接受专门训练.一年多下来,交了不少朋友,也使他们

对我国(台湾)的观感产生变化”.④

南非方面如其驻台湾“大使”维尔容认为,台湾方面当时相当成功地发展

了与南非各界的关系.⑤ 甚至当南非共籍的部长们提出应与大陆建交、与台湾

“断交”的提案时,陆以正自信地认为“此案不易成立”,因为包括从白人副总统

德克勒克和部长博塔,到黑人中非国大及因卡塔自由党籍的部长都是他的朋

友,２７名内阁成员中支持台湾的可达半数左右.⑥

造成曼德拉总统坚持“双重承认”立场的最后一个原因———也是对上述台

湾“外交”的又一印证———即台湾方面对曼德拉总统本人所做的“积极”工作.

台湾当局捕捉到并充分利用了曼德拉态度上出现的举棋不定,通过不同方式

强化曼德拉“双重承认”的想法,以至鼓励曼德拉进行居中调停这种“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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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部分人也大都认为南非与台湾保持关系比与大陆建交能获得更多经济收益,即持“经济利益派”
的观点.

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３６９—４３６页.
ChristopherLandsberg,TheDiplomacyofTransformation:SouthAfricanForeignPolicyand

Statecraft,Macmillan,２０１０,p．１１０;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３９３—３９４页;访加

思勒佩尔(GarthlePere),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２日,亚的斯亚贝巴.加思勒佩尔是南非学者,曾参与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初南非国内有关对华关系的辩论.

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３９４—３９５页.
“Taiwan:BetweentheROCandA HardPlace,”p．１６８．
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４０９—４１０页.



任务”.在１９９４年４月曼德拉总统首次表态“不会因与中国建交而与台湾断

交”后,台湾当局旋即予以回应,其“外长”钱复在立法院声称准备接受南非对

海峡两岸的“双重承认”,①这就给曼德拉造成一种此事并非绝无可能的错觉.

继而,台湾当局又先发制人,在陆以正的操作之下,形成李登辉得以携台湾“官
方代表团”出席曼德拉总统的就职仪式,而中方只能派遣民间代表的被动局

面.② 李登辉借机多方活动,不仅在世人面前强化了台湾在南非作为“合法代

表”的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南非有意对两岸“双重承认”的表象.１９９６
年２月,陆以正应曼德拉邀请赴宴,在与南非共布莱德恩齐曼迪③等三人辩

论一晚之后,陆遂向台北提议让南非出面调停,尽管他对此举的结果心知肚

明———“我(陆)断言中共绝不可能接受任何第三国调停”.李登辉随即亲笔致

信曼德拉,“正式邀请贵国(南非)扮演两岸推动之角色”,并故意将此事透露给

台湾媒体,制造舆论.④

综上,由于曼德拉不了解中国实际及两岸关系,因而“南非特殊论”心气颇

盛,更有南非社会中存在的各派出于不同动机而不愿放弃台湾的势力影响,再
加上台湾方面的全方位“公关”,这三种因素共同造成曼德拉总统长期坚持“双
重承认”的立场.由于他在非国大党内、南非国内都德高望重,使得党内及国

内即使不赞同其立场的人士也不愿直面抵触老人家,宁可耐心等待他自己在

大势所趋面前醒悟.⑤ 此外,中国当时对南外交工作的重心主要放在非国大这

一政党整体之上,⑥对曼德拉总统本人的工作,则由于交往有限、了解不深,一
时未能找到入手点与突破口.

４．最终的抉择.１９９４年４月新南非成立之后,中南两国迟迟未能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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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２７１页.
中方事先曾向非国大表达过希望南非新政府不邀请台湾代表参加就职典礼的要求,但非国大称难

以劝阻政府.但据陆以正回忆录中透露的一个细节,非国大中一些对华友好人士还是暗中帮助过中方:南
非外交部虽同时向中国和中国台湾发出邀请,实际上却扣下给李登辉的信件未发(陆认为这是时任非国大

国际部副主任、副外长阿齐兹帕哈德所为).但后来经陆动用关系,最终还是拿到邀请函,并促成李登辉

先于大陆接受南非邀请的局面,参见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４０３—４０７页.这样,
中方不得不改派民间代表团.梁银柱当时以中非友好协会理事的身份随中非友协副会长谢邦定前往,据梁

银柱(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６日)回忆,当时李登辉与曼德拉等众人一同坐在主席台上,而他们作为民间代表只能

坐在台下.此处可见台方在南非的“积极外交”之力度与成效.
布莱德恩齐曼迪(BladeNzimande,１９５８—,),１９９８年至今担任南非共总书记.
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４２１—４２５页.
如伊索普帕哈德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及在两岸问题上,非国大并不想“多数压服少数”,相信曼德拉

总统终会醒悟.南非共全国主席斯洛沃也只是表示对曼德拉总统访台的决定持保留意见—,访李力清.
访杜小丛.



这不仅出乎中方所料,也给中方的外交工作带来很大压力.① 如前所述,直到

１９９６年７、８月间,曼德拉总统仍在讲“双重承认”,甚至对前来劝说他的南非全

国省级事务委员会②副主席戈文姆贝基(GovanMbeki,塔博姆贝基之父)
表示,如果非国大领导层再施加压力,他宁可辞去党领袖一职.③ 然而,三个月

后,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６日,几乎毫无预兆也出乎众人所料,曼德拉总统突然宴请

中国南非研究中心主任顾欣尔,告之南非决定将于一年后“与台湾断交”.次

日,曼德拉携恩佐外长、帕哈德副外长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对外宣布这一

决策.
没有人知道最终究竟是什么促使曼德拉突然改弦易辙,但也许他并未放

弃初心,只是无法再坚持.他可能早知道此乃大势所趋,不过一直在等待转圜

之机———凭着他惯有的对于时机的直觉.④

之所以说是大势所趋,不仅因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认同台湾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也因为曼德拉总统认识到不能再固执己见.
从内部讲,随着南非与中国深化相互了解和理解,越来越多的南非人认识

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容谈判和妥协.在政党层面,各方资料及一些当事人

的回忆显示,到１９９５年底,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基本已就“一
个中国”立场达成一致———曼德拉本人也表示同意,只是不肯将此写入决议,
仍坚持不能对台湾“忘恩负义”,强调要向台方做出解释.⑤ 值得一提的是,南
非共从中发挥了不小的推动作用.斯洛沃和恩齐曼迪都向中方通报过他们努

力做非国大领导层的工作;⑥陆以正在回忆录中也讲到南非共通过不同方式给

非国大及曼德拉“施压”,如在１９９５年底非国大执委会会议前透过媒体曝光台

湾对非国大的“金元外交”,从而制造舆论压力,⑦促成执委会会议做出有利中

方的决议.在议会层面,１９９５年７月,南非国民议会外事委员会派遣由各党派

成员构成的１１人代表团访华,了解情况以供南非议会决策参考.同期,由戈

文姆贝基率领的七人省务院代表团也到访中国.这些访问使他们理解到中

５５１

中国与南非建交始末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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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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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访杜小丛.
TheNationalCouncilofProvinces(NCOP),简称省务院.根据１９９７年南非宪法规定,省务院是南

非立法机构上院,由全国九个省各推选１０名代表组成,有权修宪以及审议、建议修改和修正案或拒绝其他立

法.
中国外交部非洲司未刊文稿.
NelsonMandelaandMandlaLanga,DareNotLinger:ThePresidentialYears．p．２８４．
陆苗耕:«中国与南非曲折建交»,第４１页;钱其琛:«外交十记»,第２７５页.
访李力清.
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４１８—４１９页.



方不可能接受“双重承认”的立场,从而有助于纠正议会内部对“双重承认”的
错误认识.

同时,中国也通过不同渠道敦促南非改变立场.江泽民主席于１９９５年１１
月和１９９６年５月两次致信曼德拉总统,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外经贸部部长

吴仪在１９９６年４、５月赴南出席国际会议,与南非政府签署互相给予最惠国待

遇的协议,并拜会曼德拉总统,力陈中南经贸合作的潜力,希望其以政治家的

远见卓识尽快做出建交决策.中方还利用自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

份,在涉及南非的一些多边外交场合及议题上,向南方适度施压.① 面对曼德

拉一意孤行的态度,②中方最终也予以强烈回应,新华社于当年９月发表社论

«南非政府应该丢掉幻想»,③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双重承认”此路不通»批评

南非方面的态度.④

第二点可能促成曼德拉择机转圜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收复香港之举.不少

中方亲历者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根稻草”.⑤ 根据１９８４年«中英联合声

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南非与香港

经贸关系密切,１９９５年香港与南非双边贸易额达１４亿美元,对南投资也超过

台湾,香港和大陆与南非的贸易总和超过台湾与南非的贸易额.⑥ 若不在香港

回归之前与中国建交,南非驻港领馆将改为非政府机构甚至关闭,南非与香港

的经贸往来也将蒙受损失,南非民航班机无法再落地时为南非人十大旅游点

之一的香港.在切身利益即将遭受重大损失面前,“道德包袱”的分量毕竟略

逊一筹.不过也应看到,考虑到诸多事宜务必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之前交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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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ChrisAlden,“SolvingSouthAfricasChinesePuzzle:DemocraticForeignPolicyMakingandthe
‘TwoChinasQuestion’,”p．９０;也参见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４２５页.

１９９６年７、８月,曼德拉总统仍表示不能做与台湾“断交”这种“不道德”的事云云,台湾当局借此大

事宣传.参见陆苗耕:«中国与南非曲折建交»,第４１—４２页.
新华社１９９６年９月５日电.
古平:«“双重承认”此路不通»,«人民日报»１９９６年９月５日,第６版.
访杨立华;访温宪;访梁银柱;访杜小丛.不过陆以正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关键在于斐(南非)

共屡次包围曼德拉失败后,改向预定接班的姆贝基副总统施压我们(陆以正与德克勒克)一致的判断是

他(姆贝基)拿与我国(台湾)的外交关系,交换了南非共在国内经济问题上的让步”;此外,他还认为中国通

过在联合国多边外交中施压,促使不少非洲国家替中国说话,这也促使塔博姆贝基向曼德拉进言,“成为

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参见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４２４—４２５页.
此外,中国当时与南非的经贸发展虽仍不及台湾,但却已呈上升趋势.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

１９９６年５月提醒民主南非政府要“站在２１世纪的高度,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来看待中南关系,参见钱其

琛:«外交十记»,第２８０页.陆以正也曾担忧中南之间贸易的快速增长,“１９９２全年南非对大陆出口增加了

２５３％,双边贸易总额较上年增加了９５．３％,令人触目惊心.”«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第３９８
页.



毕,曼德拉总统于１９９６年１１月才最终宣布决定,还是将与台“断交”拖延到了

最后一刻———包括错开当年３月的台湾“大选”,以免在李登辉背后“捅刀

子”.①

１９９７年,中南双方进行了两轮建交谈判.１２月３１日,钱其琛和恩佐两外

长在比勒陀利亚签署建交公报与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非共和国自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起正式建交.

结　　语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先后与非国大和南非共恢复关系、同白人政权接触

联系,直到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中南两国正式建交,前后历时十几年,过程跌宕

起伏.

虽然南非白人政权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急于打破自身经济困境与外交孤

立,一度积极接触中国,中方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也予以回应,但台湾与南非白

人政权在同为“国际弃儿”时期形成的经济与战略同盟关系无望打破.毕竟,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台湾与南非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分歧,而大陆

与南非之间却存在意识形态鸿沟和缺乏共同经济战略利益.因而,白人政权

的“主动示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侧重经济、避谈政治”的态度也表明其并无

实现外交突破的诚意.对此,中方不得不慎重考虑.

就非国大而言,中国共产党早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与之来往,８０年代外交

转型后更是积极修好,到８０年代中后期双方关系基本实现正常化.台湾国民

党不仅长期作为非国大头号政敌南非国民党的盟友,且晚至９０年代南非白人

政府解除党禁、释放曼德拉后才开始拉拢非国大.因此,某种程度上讲,非国

大上台之后,大陆似乎理应比台湾更加“稳操胜券”,当时不少中方人士也将中

南建交视作“顺理成章”,然而历史却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逆转.
“曼德拉因素”至关重要.曼德拉的台湾之行是一大转折点,而他对中国

情况与潜力的了解不足、对两岸问题的认识不深,加之其为人理念及个人威望

的影响,也给中南双方致力于尽快建交的人士造成较大困难.除此之外,同样

重要的因素可能还在于中方与非国大两党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根基不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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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克勒克和曼德拉都曾向李登辉许诺,不在台“大选”之前调整对华关系,参见中国外交部非洲司未

刊文稿.



前所述,即使双方从８０年代开始修复关系,但在台湾的强大攻势下,一些非国

大成员还是转换阵营.这些都值得今人反思.
首先,在中苏分歧时期中共与非国大(南非共乃至其他一些非洲国家共产

党及民族解放组织)党际关系的处理是否有欠妥之处,以致给两党关系留下一

些芥蒂? 意识形态(如中苏分歧)在对外政策中发挥作用的限度,乃至将其(如
中苏矛盾)扩大化的必要性,都值得在日后的外交实践中谨慎处置.同时,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非国大被解禁之后中国与其交往的过程中缘何会让台湾“后来

者占先”? 在当时的情势下———特别是对比当时台湾对非国大展开的密集“公
关”———中方对南非这一重要的区域性战略伙伴、非国大这一发挥关键作用的

核心政党开展外交工作的重视程度、主动性及工作力度等是否还不够到位?
如何尽量加强对外交对象国充分的认识与尊重,不遗余力地促成双方在各层

面———上至领袖,下至有影响力的中高层领导,及至基层的民间力量———的相

互了解、理解进而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关照,也是值得在今后外交实践,特别是

对非外交过程中,多加留意的地方.
在当代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史中,中南建交可能只是很短的一段插曲,却从

一个侧面同时反映出两个重要政治议题———即中苏关系与台湾问题———曾对

当代中非关系产生的影响,因此不失为一段颇有价值且发人深省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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